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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冕物质抛射 (CME) 是由太阳磁场驱动向行星际空间喷射等离子体物质和磁场的大尺度

太阳爆发活动，是灾害性空间天气事件最主要的驱动源之一。朝着地球方向爆发的 CME 极易到

达地球并造成灾害性空间天气，因此研究这类 CME 对于空间天气预报与太阳物理研究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随着观测技术的发展，CME 的观测及预报和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由于常

规观测手段与预报方法的局限，对朝着地球爆发的 CME 进行准确有效预报的目标至今仍未能实

现。首先阐述 CME 与空间天气的关系，强调对 CME 预报研究的重要性；然后介绍预报研究中

CME/ICME 复杂的动力学过程，讨论这些过程对 CME 预报可能产生的影响；接着，回顾 CME

的常规观测手段，并讨论观测手段存在的不足；第 4 章，介绍 CME 主要的预报方法，同时讨论

预报工作中存在的困难；第 5 章，讨论太阳雷达主动探测技术在日冕探测与 CME 预报研究中的

可能应用前景；最后，总结 CME 预报研究现状，对预报研究工作中重要的问题进行综述，展望太

阳雷达的未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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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日冕物质抛射 (coronal mass ejection，CME) 是太阳系内规模最大、程度最剧烈的能量
释放和物质喷射过程。CME 在太阳极大年期间平均每天爆发 5 次，太阳极小年平均 3 至 5
天 1 次，并且爆发过程通常能持续数小时

[1, 2]
。一次典型的 CME 可向行星际空间喷射多达

1025 J 的能量和 1013 kg 的高温等离子体，释放出复杂的磁场结构，同时产生 10 keV∼1 G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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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能粒子，并且会伴随着从射电到 X 射线多波段的电磁辐射加强现象
[1]
。此外，CME 通常

还伴随其他不同尺度的爆发现象，如：太阳耀斑、暗条爆发、高能粒子事件 (SEP)、EUV 波、
射电暴等。这些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地球周围的空间环境 (或称为空间天气)。

标准太阳爆发理论认为，爆发的能量事先存储于日冕磁场中，这些磁场能量来自于光球

中的等离子体和磁场的运动以及新的磁场结构浮现。当日冕磁场能量累积达到某一阈值时，

日冕磁结构就会因为失去平衡而产生爆发，迅速释放之前贮藏的能量
[3–5]
。爆发产生的 CME

将会向着行星际空间运动并发生扩张，成为行星际日冕物质抛射 (ICME)。ICME 携带的高
温等离子体伴随复杂磁场结构，对行星际空间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范围甚至能波及到日球

层边沿。当 ICME 到达近地空间，它所携带的大量磁化物质和巨大能量可能会直接冲击地
球 (图 1 为 CME 在行星际空间传播的示意图)。此时，ICME 内部的南向磁场分量会与地磁
层顶的北向磁场发生相互作用，发生磁重联，将 ICME 当中携带的磁通量和能量送入地球
磁层，并在磁尾中引发以地磁暴、电离层扰动为后果的磁重联过程及其相应的灾害性空间天

气
[6–10]
。由于地球磁场基本上是由南向北，从太阳来的由北向南的磁场与地球磁场相遇时就

会发生磁重联，并最终引发磁暴，所以，CME/ICME 中的南向磁场分量是其地磁效应的最
直接和最重要的因素。

图 1 CME 在行星际空间传播的示意图
[11]

我们通常将在日冕仪视野中角度超过 120◦ 的 CME 称为晕状 CME，即 Halo CME，其
中角度到达 360◦ 的被称为全晕状 CME (full halo CME)，角度在 120◦∼360◦ 之间的被称为
半晕状 CME (partial halo CME)。晕状 CME 可初发于对着地球的可见日面，沿着日地连
线方向向地球传播，也可能发生在不可见的太阳背面，沿背离地球的方向传播

[12]
。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朝向地球方向传播的晕状 CME 通常比其他的 CME 具有更强的对地效应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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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球周围环境或空间天气的扰动)，更容易到达地球并造成灾害性空间天气。这类特殊的
CME 通常也被称为对地 CME (Earth-directed CME)，在空间预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
意义，因此在空间物理和太阳物理研究中备受关注

[13]
。观测发现，对地 CME 一般具有更大

的能量，其平均速度约为 1 000 km/s，是其他 CME 平均速度的近两倍
[14]
。Gopalswamy 等

人
[15]
对第 23 太阳周期的 378 个对地 CME 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 71% 的对地 CME 产生明

显的对地效应，Zhao 和Webb
[16]
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为描述简单起见，我们将能够到达地

球的 CME 称为对地有效 CME。

对地 CME 爆发之后，其经过 1∼5 d 就可能到达近地空间，一旦对地 CME 中的磁场与
地球磁层发生重联，地磁暴就会发生，同时伴随一系列后续地磁扰动

[17]
。地磁暴期间，地球

电离层会被充能，同时地磁场的水平分量大幅下降
[18]
。Gopalswamy 等人发现强度更强的地

磁暴 (Dst < −100 nT) 几乎都是由快速对地 CME 所引发的，因此对地 CME 成为了灾害
性空间天气的首要驱动源

[7–10]
。但并非所有的对地 CME 都会到达地球

[19]
，因此有时也将它

们作为一个可能地磁暴的警告
[10, 20]

。1989 年 5 月 13 日的对地 CME 导致了 Dst 指数高达
−548 nT 的极强地磁暴，其强烈的地磁效应导致加拿大魁北克省电力系统陷入瘫痪，致使
600 万人口的城市停电长达 9 h，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就是著名的魁北克断电事件

[21]
。

简言之，CME 的影响可能覆盖地球上人类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从空间探测和宇航任务、
卫星运行到通讯、电网和电力设施，甚至输油管道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进行对

地 CME/ICME 预报和研究对于现代科技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如何形成及时有效的预报机
制，如何预警 CME 的对地有效性与地磁效应已成为太阳物理及空间物理中亟待解决的重要
问题。

2 CME 的动力学过程

CME 在太阳爆发过程中产生并向外传播的同时，其体积会迅速膨胀。随着 CME 远离太
阳，其周围磁场强度逐渐减弱，行星际背景磁场对 CME 的传播和演化过程的影响将渐渐成
为主导。因此，行星际空间的复杂磁场环境使得 CME 在传播演化过程中的形态与运动变得
复杂多样。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CME 在行星际空间偏转、旋转以及 CME 相互作用的复杂
动力学现象被陆续发现，成为 CME 行星际动力学研究和灾害性空间天气预报的热门话题。

2.1 CME 偏转

一般来说，CME 从高纬度向低纬度的纵向偏转较为明显，尤其在太阳极小年期间发生
的偏转更为明显，因此已被位于第一拉格朗日点 (L1)的日冕仪陆续观测到

[22–24]
。这大多是由

于 CME 与低日冕的磁结构发生相互作用所引起，例如与冕洞等大尺度磁结构的相互作用通
常被认为是对 CME 初始方向影响最为明显的因素

[14, 22]
。然而，由于天空平面上的投影效应，

发生在行星际空间中的 CME 在经度方向的横向偏转很难被观测到。因此，早期人们并未意
识到 CME 在行星际空间的传播过程中还会发生横向偏转。Webb

[25]
、Cane

[26]
、Gopalswamy

等人
[27]
均认为，爆发源区靠近中央子午线朝着地球爆发的 CME 在经度方向是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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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 和 ∗ 分别代表速度大于和小于
太阳风速度的事件，太阳风的平均速度

为 450 km/s。

图 2 1997 年 3 月—2000 年对地有效的对

地 CME 对应的太阳源区日面分布
[29]

直到 2002 年，Wang 等人
[28]
结合遥感和局地

观测对 1997 年 3 月到 2000 年 12 月的 132 个对地
晕状 CME 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们从统计结果中
发现 CME 在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经度方向偏
转。2004年，Wang等人

[29]
利用不同的事件的多个

样本又进一步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来

自太阳西半球的对地有效 CME 比来自东半球的多
57%，并且其中最靠西面的 CME 可能来自W70◦

附近的区域，而来自太阳东半球的对地有效 CME
的分布却不超过 E40◦ (见图 2)。

Wang 等人
[28]
和 Zhao

[16]
认为这是由于 CME

在其传播过程中与背景太阳风和 Parker 螺旋状的
行星际磁场

[30]
发生相互作用，导致了 CME 在经度

方向上的偏转 (见图 3)。速度小的 CME 受到背景
太阳风的推动向西偏转；速度大的 CME 受到太阳

风的阻碍向东偏转，致使来自西面的事件具有更明显的对地有效性。

注：a) 慢 CME 和 b) 快 CME 在行星际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小于背景太阳风速度的 CME 受到加速，向西偏

转；速度大于背景太阳风速度的 CME 受到阻碍，向东偏转。

图 3 CME 与背景太阳风的相互作用
[29]

2013 年，Wang 等人
[31]
利用 STEREO

[32]
双星与 LASCO 以及局地卫星数据，分析研究

了一个孤立 ICME 事件的偏转，有力地证实了 CME 在行星际空间传播过程中会因为与背景
太阳风发生相互作用而发生经度方向偏转。在事件发生的前后，太阳、地球、STEREO 双星
的相对位置如图 4 所示。该事件初始的爆发方向朝着 STEREO-B，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横
向偏转成为对地有效 CME 事件。Wind 卫星的观测数据也表明该事件对应的 ICME 确实到
达地球附近 (见图 4)。

在早期的 CME 观测中，人们发现对地 CME 仅有 60% ∼ 70% 到达了地球
[25, 33, 34]

；而部



2期 陈何超，等：对地 CME 研究进展与太阳雷达的潜力 1292期 陈何超，等：对地 CME 研究进展与太阳雷达的潜力 1292期 陈何超，等：对地 CME 研究进展与太阳雷达的潜力 129

注：红色箭头代表的是依据 GCS 模型重构获得的 CME 事件爆发初始方向，蓝色圆圈标记的轨迹为利用调和

平均三角定位法 (the Harmonic Mean triangulation method) 得到的 CME 传播轨迹。蓝色传播轨迹表明

CME 事件经历了行星际空间的偏转过程，该事件在行星际空间的经度偏转角达到了 20◦。

图 4 2008 年 9 月 13 日 CME 在行星际空间的偏转观测
[31]

分爆发于太阳日面边缘的 CME 却具有较为显著的对地效应
[16, 25, 35]

。这些令人费解的观测现

象用 CME 在行星际空间的偏转现象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另外，“问题磁暴”一直以来也
是困扰空间物理研究者的问题，因为这样的磁暴无法找到任何对应的日面事件；科学家推测

是发生在日面边缘的 CME 在行星际空间中传播时发生了偏转，最终变成了对地有效 CME
所导致的

[31]
。

通过这些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 CME 能否到达地球，不仅取决于 CME 的源区、初始爆
发方向，还与 CME 在行星际空间中的偏转密切相关。仅仅依靠在日冕仪有限视野内的观测
只能判定 CME 经历低日冕加速过程之后的爆发方向，以此来预报 CME 是否能到达地球显
然不够可靠。因此，要完成对地 CME 的更为准确的预报，我们还必须探究 CME 发生偏转的
原因，理解其偏转中的动力学过程，并且在预报中加以考虑。

2.2 CME 旋转

如上所述，CME 在行星际空间的偏转是大尺度的现象，直接决定着 CME 是否会到达
地球。与之相比，CME 的旋转现象可能会改变 CME 到达地球时的南向磁场分量，影响其相
应的地磁效应。CME 旋转指的是 CME 的磁通量绳结构在爆发过程中绕着自身主轴方向旋
转的现象。该现象在早期观测中和理论上都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由于没有很好的参照物，

并且受到投影效应的影响，单一视角的观测难以辨认出 CME 是否发生了旋转，这使得 CME
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旋转一直都很难被直接观测到。长期以来，CME 在行星际空间旋转的
证据都是基于暗条爆发观测

[36]
、理论探讨

[37]
、太阳表面爆发源区中性线的方向、局地探测信

息的对比结果获得。随着观测技术的发展，多卫星联合观测成为可能，CME 在日冕及行星际
空间的旋转才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Yurchyshyn
[38]
利用 SOHO/LASCO 的日冕仪数据分析了 1997—2005 年伴随爆发后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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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 (post-eruption arcades, PEA)出现的 101个 PEA-CME事件，注意到了 CME的旋转。根
据他们的推测，这些事件中大多数 CME 都发生了旋转，并且快速的 CME (v > 1 200 km/s)
相较于慢 CME (v < 1 200 km/s) 似乎具有更快的旋转速率 (见图 5)。

图 5 快、慢 CME 关于旋转速率分布对比
[38]

Vourlidas 等人
[39]
第一次直接观测到了 CME 在日冕和行星际空间传播过程中所发生

的旋转。这一对地 CME 事件的观测资料由 STEREO/SECCHI 和 SOHO/LASCO 同时获
得。事件发生于 2010 年 6 月 16 日。利用三维重构技术，他们研究了 CME 在 5∼15R¯ 的

距离范围内的旋转过程，获得该 CME 的三维形态和对应的通量绳的方向。他们发现该
CME 在 2∼3R¯ 的距离上发生了约 30◦ 的旋转，当 CME 运动到 5R¯ 时旋转角度达到了

35◦，之后在更远的行星际空间中，CME 的旋转逐渐变慢，最终旋转角速度降到 60◦/d (见图
6)。Vourlidas 等人

[39]
认为该事件的显著快速旋转并不是由洛伦兹力驱动，而极有可能是早

期爆发过程中磁通量绳的一个足点与太阳分离，使得 CME 的旋转与扭曲成为可能。与之相
比，Lynch 等人

[40]
报道的 2008 年 6 月 2 日的事件产生 CME 爆发，当天的旋转角速度仅有

24◦/d。

目前的 CME 观测表明，并不是所有到达地球的对地 CME/ICME 都有明显的地磁效
应，成因大多被解释为 CME 不具备显著的南向磁场分量。从空间天气预报的角度来说，进
行 CME/ICME 南向磁场分量的研究和预报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为何有的 CME 具有显
著南向磁场，而有的却没有？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CME 中包含的磁通量绳结构的方向反
映出其内部磁场的走势，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 CME 地磁效应的强弱。CME 旋转有可能改
变 CME 内部磁通量绳所处的主平面，导致 CME 内部南向磁场的变化。因此，CME 旋转可
能是进行南向分量研究和预报的突破口，对它的研究将有可能有助于 CME 事件对地有效性
的预报。

此外，什么原因导致了 CME 旋转？是由洛伦兹力驱动，或是由于 CME 与背景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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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CME 的旋转由GCS 模型拟合得到：SECCHI/COR1-A、B 以及 LASCO/C2,C3 的数据用于拟合 3R⊙

之上，SECCHI/COR1-A、B 用于拟合 3R⊙ 之下。相对于太阳赤道逆时针方向的旋转为正。红色十字由

COR1-A 测得；红色叉由 COR1-B 测得；蓝色菱形由 COR2-B 测得；蓝色方形由 COR2-B 测得。COR2 掩

日板的遮挡使得 COR1 与 COR2 之间约 5R⊙ 处数据缺失。在 2 ∼ 15R⊙ 之间，CME 角宽度的增加仅 10◦。

图 6 不同投影高度测得的 CME 投影角宽度
[39]

用，还是由于 CME 自由能的释放？在日冕中传播和在行星际中传播的 CME 的旋转有没有
差别？如何进行 CME 旋转的有效观测？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3 CME 相互作用

Burlaga 等人
[41]
首次证实了 CME 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在不同观测波段上的反映。早期

对 CME-CME 相互作用物理机制的了解主要来自于数值模拟和实验，如 Vandas 等人
[42]
与

Schmidt 和 Cargill
[43]
所进行 2.5D 和 3D 的MHD 的模拟

[44–47]
。基于这些工作，我们了解到

先后传播的 CME 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抛射物质的南向磁场分量的强度增大，以及与地球磁
场相互作用的时间增长

[48]
。

随着观测技术的不断改进，两个或多个 CME/ICME 之间的相互碰撞和融合形成的复杂
磁场结构被观测到，并被不断地研究和报道

[49–51]
。当先后两个或多个 CME 满足爆发源区靠

近、爆发时间临近时，CME 之间的碰撞就极易发生。在太阳活动的极大年，CME 的爆发次
数平均可达每天 5 次，CME-CME 相互作用的发生也相应增加。CME-CME 相互作用的后
果通常远比 CME 与背景太阳风相互作用的后果更加显著，对空间天气的影响也更加强烈。

Lugaz 等人
[52]
报道了发生在 2010 年 3 月 24—27 日期间的两个 CME 事件，并结合

STEREO-A、B 以及Wind 卫星的数据分析了事件的传播过程及地磁效应。由于两个 CME
的运动方向大致相同，CME2 追上 CME1 之后发生的相互作用使得两个 CME 原有的传播
方向均发生了改变。图 7 展示了两个 CME 由于相互作用而使得其传播方向发生改变的过程
和图像。

Mishra 与 Srivastava
[53]
利用 STEREO 和Wind 卫星观测资料研究了 2011 年 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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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STEREO-A、B 以及 Wind 卫星位置均已给出。CME1 与 CME2 的初始方向与日地连线的夹角分别

为：12◦ 和 28◦，由实线箭头标出；相互作用偏转后的方向由虚线箭头标出。

图 7 2010 年 5 月 24—27 日两个连续 CME 相互作用前后爆发方向的变化
[52]

15 日 3 个先后在 AR NOAA 1158 爆发的朝着地球运动的 CME 事件的相互作用，得到了
CME 相互作用前后的方向、速度以及相互作用的位置，并对 CME 相互作用前后内能与
动量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CME2 与 CME3 的相互作用发生于 24∼28R¯ 的距离

范围内，而 CME1 与 CME2 的相互作用则发生于 138∼157R¯ 的范围内，这意味着 CME
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发生于 CME 在日球层空间传播的整个动力学过程中。图 8 给出的是
STEREO-A、B 的日球层成像仪 HI-1 与 HI-2 在黄道面内得到的连续的 CME 的空间位置随
时间的变化。他们注意到 CME 相互作用过程导致的内能损失为 1.3%，动量交换所致内能损
失可能达到 35%∼68%。并且，在 1 AU 处局地探测表明，CME1 与 CME2 感受到了 CME3
及其驱动的激波的加速、加热及压缩。另外，尽管三个先后发生的事件仅引起弱磁暴 (约 −32
nT)，但其持续时间比单一事件长很多，与之前提到的模拟结果相符。

注：红、蓝、绿分别表示 2011 年 2 月 13—19 日内 3 个连续 CME 前沿在日球层中的传播。

图 8 2011 年 2 月 13—19 日内 STEREO-A、B 的日球层成像仪 HI-1 与 HI-2 在黄道面内得到的连续的

CME 的空间位置随时间的变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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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有趣的是，Shen 等人
[54]
通过对发生于 2008 年 11 月 2—8 日期间的两个 CME 的追

赶与碰撞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在 CME 相互作用过程中发现了“超弹性碰撞” 的特点。由于
事件发生于在太阳极小年，STEREO/SECCHI 的 COR1、COR2 以及 HI1 和 HI2 都清晰、
无间断地观测到了两个 CME 的相互作用过程，为进一步研究 CME 碰撞的物理过程提供了
极佳的机会。他们的研究表明：两个 CME 在碰撞过程中总能量发生了增加，呈现出了“超弹
性碰撞” 的特点；同时，CME 之间的碰撞过程显著地影响了 CME 原有的传播方向和传播速
度。这意味着 CME 相互作用过程中存在复杂的能量交换过程，而这些过程均有可能改变原
有 CME 的传播性质，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CME 的相互作用还通常伴随着太阳高能粒子 (Solar Energetic Particle, SEP) 事
件，具有比一般 CME 事件更为显著的对地有效性。SEP 的早期统计研究表明，SEP 事件的
发生与背景粒子的强度有关

[55]
，并且 SEP 事件的强度与行星际快模激波的速度有较好的相

关性
[56]
。Gopalswamy 等人

[57]
统计发现 SEP 的出现与先行 CME (preceding CME, PCME)

的存在有很强的相关性。2005 年，Li 和 Zank
[58]
参考 Gopalswamy 等人的工作，提出了孪

生 CME 假说。他们认为，PCME 驱动的激波能够提供能量相对较高的“种子粒子”。一旦
后随 CME (the followed CME, FCME) 到来，就会导致一个更为有效的激波加速过程。Li
等人

[59]
随后研究了第 23 太阳周活动峰年中观测到的 16 个地面宇宙射线增强事件 (Ground

Level Enhancement event, GLE)，发现其中 14 个有效事件中有 11 个事件的表现与相互作
用对 SEP 事件的发生有贡献的猜想相符。Ding

[60]
也进行了类似的统计工作，也发现第 23

周活动峰年中剧烈的 SEP 事件都倾向于有 CME 相互作用的起源。Shen 等人
[61]
和 Ding 等

人
[62]
利用日冕仪成像与射电观测数据分别分析了 CME 相互作用伴随 SEP 的典型事件，发

现了 SEP 事件爆发与 CME 相互作用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出现连续的
CME 是太阳活动变得剧烈的直接表现，对应频发的 SEP 事件并不奇怪。由于仅依靠白光日
冕仪与射电手段研究 CME 相互作用的物理机制存在一些困难，目前 CME 相互作用是否对
SEP 事件有贡献仍是未解决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由于 STEREO 任务投入运行的时候几乎均处在太阳极小年期间，所以 CME 连续发生
的观测事例并不是很多。因此对于 2007 年 1 月 24—25 日、2010 年 7 月 30 日到 8 月 1 日
发生的几个典型 CME 相互作用观测事件，Harrison 等人

[63]
，Webb 等人

[64]
，Lugaz 等人

[65]
，

以及 Liu 和 Luhmann
[66]
均进行了详细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文献 [63—66]。目前，由于

STEREO
[32]
日冕仪所能提供的数据有限 (可覆盖大约 0.15 AU 的空间范围)，并且，行星际局

地测量设备大都受到自身飞行计划的限制，无法配合已有的遥感设备对 CME 相互作用过程
进行深入的探究，所以尽管 CME 的相互作用对于灾害性空间天气可能有贡献，但是其动力
学、能量交换等过程还并不清楚。

对于空间天气预报而言，对地 CME 到达地球的时间以及 CME 的地磁效应都是人们
最关心的问题。CME 之间的相互作用能改变日球层中 CME 的动力学过程，一方面影响
CME/ICME 原有的传播方向，可能会对其对地有效性、到达地球的时间产生影响；另一
方面则可能会造成额外的激波对粒子的加速，会增强 CME/ICME 的对地影响。更重要的
是，CME 之间的相互作用后形成的复杂结构有可能包含更强的南向磁场分量，造成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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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磁暴
[67, 68]

。因此，在预报对地 CME 的过程中，这种相互作用应该受到重视。

3 利用常规手段观测对地 CME 存在的不足

目前，针对 CME 的观测仪器主要包括：日冕仪、射电日像仪、局地探测卫星和空间射电
频谱仪。这些观测手段在对地 CME 观测过程中都会由于观测技术的特点及爆发事件位置的
特殊性而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使得对地 CME 的观测及预报存在一定的困难。我们在
下面的章节中对这些问题分别进行讨论。

3.1 日冕仪

日冕仪作为最主要的 CME 观测仪器，也是人们发现 CME 这类日冕大尺度扰动的观测
设备。依靠电子的汤姆孙散射

[69]
，白光日冕仪可以观测到日冕以及 CME 中的自由电子所散

射的来自光球的白光辐射，从而得知这类日冕大尺度扰动现象的发生、演化及传播过程。

1970—1979 年是 CME 开始被发现的时代，不过这一时期的 CME 观测数据实际上并不
多。人类对 CME 研究的兴趣始于 1980 年。1980 年 2 月，太阳极大年任务 (Solar Maximum
Mission, SMM) 卫星成功发射

[70]
，并成为这一时期观测 CME 最重要的设备。SMM 观测到

超过 1 000 个 CME 事件，确认了 CME 的经典三分量结构。1995 年 12 月 2 日太阳日球层观
测站 (SOHO)

[72]
发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 CME 的观测数据，使得太阳物理界对 CME

的关注度迅速超过了太阳耀斑，对 CME 的研究成为了太阳物理最热门的课题之一。日地
关系观测站 (STEREO)

[71]
，作为新一代的太阳观测设备于 2006 年发射升空，首次实现了对

CME 的多视角观测，并且实现了对 CME 从太阳到 1 AU 范围的观测覆盖。因此，SOHO 与
STEREO 成为了对地 CME 观测中最主要的空间观测设备。SOHO

[72]
位于 L1 点，全天 24 h

观测太阳，至今 C2、C3 两个日冕仪还在正常运作，分别能提供 1.5 ∼ 6R¯ 和 3.5 ∼ 30R¯ 空

间范围内的时间分辨率为 12 min 的观测资料。STEREO-A 和 STEREO-B 两颗卫星在地球
轨道附近运行，而且以每年 45◦ 的速度相互远离。其星载日冕仪 COR1 与 COR2 能够提供
1.4 ∼ 15R¯ 的实时观测数据，日球层成像仪 (Heliospheric Imager, HI) 能提供 12R¯ ∼ 1 AU
的极大视野内的观测资料，时间分别率比 LASCO 高一倍。

尽管如此，空间日冕仪在对地 CME 的观测预报中仍旧存在难以消除的缺陷，包括：(1)
空间日冕仪可清晰地观测发生于日面边缘附近的 CME，但是对于源于日面中心附近、朝着
地球爆发的对地 CME 基本束手无策，因为此时投影效应最显著；来自背景日冕强烈的散射
光会影响对地爆发的 CME 的成像观测，使得 CME 的形态难以识别。然而，在绝大多数观测
中，投影效应、背景散射光的影响不可忽略，并且难以消除 (尽管三维重构技术在此方面有所
弥补，但是重构中仍旧存在很多不可靠性，我们将在 4.3节中具体讨论)。(2) LASCO/C2、C3
与 STEREO/COR1、COR2 日冕仪提供的立体观测视野至多只能达到 15R¯

[73]
，仅能追踪

CME 事件在距离太阳相对较近时的传播。尽管 STEREO-HI 能够观测到 1 AU，甚至比 1
AU 更远的空间，但是这时的投影效应更为严重，难以准确地重构与预报。(3) 日冕仪的观测
大多是图像数据，根据其推算的质量、密度等物理信息都在假设与近似下获得，对模型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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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性很高。(4) 空间日冕仪观测还会受到叠加效应的影响：由于 CME 等离子体结构是光学薄
的，在太阳活动峰年爆发的 CME 往往会发生相互作用，出现重叠效应，使得其边界更难以
界定；同时，CME边沿轮廓常因太阳风作用及投影效应变得模糊不清，从而难以辨认。此外，
就 STEREO 的多视角成像的数据而言，STEREO-A 和 STEREO-B 双星每年以 45◦ 的速度
相互分离，这意味着某些年份 STEREO 双星会运行至太阳背面，无法与 SOHO/LASCO 同
时提供三维观测数据。并且，在 STEREO 立体视角观测中投影效应也无法避免，或多或少地
影响着重构的准确性。

3.2 局地卫星探测

局地卫星如同放入行星际空间的“探针”，能够直接探测和记录 ICME 经过时的物理参
数，如：等离子体密度、温度、磁场、速度等。局地卫星提供的 CME 观测数据具有较高的
可靠性，是遥感手段无法获得的。例如，Voyager, Helios, Ulysses, IMP 8 等早期局地卫星都
先后探测到过 ICME

[1]
。在此之后，Wind

[74]
和 ACE

[75]
则成为 ICME 局地探测最主要的设

备。ACE 作为最重要的早期空间天气探测系统，始终处于地球的向日面，能够检测 ICME 的
动压及其磁场方向。尽管WIND 也提供与此类似的监测服务，但是WIND 卫星的数据并不
是实时可用的。

在对地 CME 预报方面，局地探测可以记录下 ICME 的局地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预
报，但是在很多方面也同样存在不足。例如，局地探测是单点探测，无法提供 ICME 或是磁
云 (Magnetic Cloud, MC) 的全局信息，更不可能追踪记录 ICME 和MC 的传播过程；而且
局地探测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主动探测，唯有当 ICME 及 CME 传播经过卫星时才能被动地
记录下相应的物理参数。更为重要的是，ACE、WIND 卫星都处在 L1 附近，太靠近地球，发
出预警后留给我们反应的时间太短。

3.3 射电观测

在太阳爆发过程中，我们经常在射电波段观测到剧烈且短促的流量增强现象，其称作太

阳射电暴。根据其射电动态频谱形态可以将太阳射电暴分为 I、II、III、IV、V 型射电暴及其
伴随的精细结构

[76]
。射电观测往往可以记录下不同于白光日冕仪的重要射电信息，通过对射

电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可以展开对 CME 及激波的等离子体诊断和进一步的研究。

当 CME 在行星际空间传播时，其自身的等离子体物质团往往会与行星际介质发生相互
作用。当 CME 传播速度足够大，并超过当地的快磁声波的传播速度时，在其前端就会有快
模激波形成。快模激波会加速带电粒子，被加速的电子会在激波的前后激发等离子体湍流―

朗缪波，经过复杂的波―波和波―粒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我们经常观测到的射电 II 型暴
[81]
。观

测表明，射电 II 型暴起始于某一频率，在高于这个频率的频段内则没有信号
[77]
，并且一般还

具备基波和二次谐波的特征结构，有时甚至具有三次谐波结构
[78]
；射电 II 型暴的带宽比较

窄，通常不会超过数百兆赫兹，并且在射电动态频谱上通常表现为信号从高频向低频缓慢的

频率漂移 (小于 1 MHz/s) 特征。

根据等离子体频率 (fpe) 与电子密度 (ne) 的关系 fpe = 0.008 98
√

ne MHz，以及
fobs = S fpe (fobs 为观测频率，S 为射电 II 型暴信号对的谐波数)，通过分析射电 II 型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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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频谱图上出现的频率，我们可以获得射电 II 型暴发生区域的等离子体密度的信息。射电
II 型暴在动态频谱上通常表现为从高频向低频漂移的特征，这意味着射电暴的激发源从高密
度等离子体区域移动到低密度等离子体区域；由于在日冕和行星际空间中等离子体密度都随

日心距的增加而迅速降低，因此结合相应的日冕密度模型，根据射电 II 型暴的频率漂移率
df/dt，我们可以计算出日冕激波的运动速度，并进一步估算相应 CME 的传播速度，进而预
测该激波到达地球的时间；另外，结合相应的模型，根据射电 II 型暴的起始频率和动态频谱
图上的信号带宽4f，可以估算出激波出现区域的日冕磁场强度等重要信息

[79]
。

观测表明，行星际射电 II 型暴与行星际激波存在较好的相关性，所以射电 II 型暴的频
率漂移可用于研究激波的传播速度；不过已有的观测结果表明，并不是所有的 CME 都伴随
有相应的射电 II 型暴

[79, 80]
。Lin 等人

[77]
基于 Lin-Forbes 太阳爆发磁通量绳灾变模型，定量

地分析计算了磁场强度、等离子体密度和磁重联率等参数对射电 II 型暴的发生时间和起始
频率的影响，其结果表明磁场强度、磁重联率和等离子体密度制约了射电 II 型暴的产生和起
始频率。在有些区域中，磁声波的速度会很大，即使 CME 很快也不会产生射电 II 型暴；这
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快 CME (v >800 km/s) 并不产生射电 II 型暴的原因。这类 CME 通常
被称作射电静默的快 CME。这些结果表明射电 II 型暴出现时，就一定有快模激波和驱动快
模激波的 CME 在日冕和行星际空间传播，但是反过来不一定正确。因此射电 II 型暴的出现
可以作为有 CME 形成并快速传播的证据之一，然而，更多 CME 细节还需要借助别的手段
才可能确定。

除此之外，当 ICME 在日球层空间传播时会引起近地空间的行星际闪烁 (Interplanetary
Scintillation, IPS)，因此 IPS 技术也是进行 ICME 探测的一种手段

[81]
。IPS 现象最早由

Hewish 等人
[82]
发现，其成因是由于行星介质的扰动导致了宇宙射电源信号的变化，通常在

射电源的米波频段 (约 100 MHz) 被探测到。利用 IPS 技术可以实现太阳风的监测，也能够
对行星际介质的密度扰动进行探测。早在白光日冕仪发现 CME 之前，IPS 技术便有可能已
经探测到 ICME

[83]
。

ICME 和共转轴相互作用区 (Corotating interaction regions, CIRs) 均会伴随 IPS 现象，
通常，与 ICME 相关的 IPS 仅持续 24 h 左右，而与 CIRs 相关的 IPS 则可能长达数天

[84]
。通

过 IPS 技术对 ICME 伴随的行星际密度扰动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诊断 ICME 的空间传
播性，进行 ICME 的识别和追踪，以及对 ICME 密度、结构等信息的提取

[85, 86]
。但是，IPS

技术一方面依赖于背景射电源的选择，这限制了技术自身对 ICME 追踪的范围；另一方面，
尽管 IPS 技术对于小尺度扰动的诊断是可靠的，但对于 ICME 这类大尺度扰动的探测存在
困难

[87]
。

总体而言，虽然射电频谱仪的观测具有长时间、高频率分辨率和宽频带观测的特点
[88–90]

，

但它并不具备空间分辨率，无法得知 CME 的传播方向。近期在明安图建成的射电日像仪已
具备一定空间分辨观测能力，但是由于技术等原因其观测频段又相对有限，难以达到很高的

时间和频率分辨率。因此，利用现有的射电观测手段单独进行对地 CME 探测和预报，也存
在明显的局限性。当然，结合对其他波段的观测资料的分析和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

这样的局限性
[91,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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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有对地 CME 空间效应的预报方法及其困难

在对 CME 预报方法的研究中，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是：CME 能否到达地球？CME 何时
到达地球或近地空间？CME 是否携带南向磁场分量，是否会对地球产生影响？由 CME 引起
的地磁暴强度会有多大，会持续多长时间？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人们结合日冕仪、局地探测、

射电观测对 CME 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观测和研究，发展了多种 CME 的预报方
法。下面，我们对这些方法及其优点与不足作详细介绍。

4.1 经验预报与动力学模型

2000 年, Gopalswamy 等人
[93]
在进行 CME 大样本统计时发现，CME 在日地空间中传

播时会经历一个有效的加速过程，并且加速过程与 CME 初始速度具有很高的相关性。于是，
他们提出一个以 CME 的初始速度作为输入变量的动力学模型，简称 G93 模型，以方便计算
CME 到达地球的时间。不过，由于该模型仅考虑 CME 的动力学特性，没有考虑 CME 的内
能演化，CME 的加速过程被设定为从日冕到 1 AU 的整个空间范围，而且作为模型输入量的
CME 初始速度会受到投影效应的影响这一因素并没有被考虑到，因此该模型给出的预报结
果很不理想。但是，作为最早的 CME 预报方法，该方法为后续的尝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
时，他们还发现了“快速 CME 在背景太阳风作用下发生减速，慢速 CME 在背景太阳风作用
下发生加速”的现象

[94, 95]
。

之后，Gopalswamy 等人
[94]
、Manoharan 等人

[95]
、Michalek 等人

[96]
对 G93 模型进行了

优化，将 CME 的加速过程限制在某一有限高度内而非整个日地空间的范围内。由于 CME
有效加速截止距离未知，因此，他们通常假设 0.76 AU 作为有效加速的截止距离

[97]
；同时，

他们还用 CME 的几何形态模型对 CME 的初始速度进行了一定的投影修正。G93 模型经
过这样的修正后，CME 到达地球的预报时间的平均误差从 15.4 h 减小到 10.7 h。对于高速
CME 的预报则与观测结果符合得较好，但是对于低速 CME 的预报结果则不甚理想。这极
有可能是因为低速 CME 受背景磁场和太阳风的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 CME/ICME 与背景太阳风的相互作用，Vršnak 等人
[98]
在 2007 年从动力学的角

度提出基于等离子体阻滞的 CME 传播模型 (drag-based model, DBM)。他们考虑了 ICME
与背景太阳风的相互作用导致的加速/减速，并进一步对模型进行了完善，提高了预报结果
的准确性

[99]
。2014 年，Vršnak 和 Temmer

[100]
对 2010 年 3 月—2011 年 4 月的 32 个 CME

进行了统计研究，考察了这些 CME 到达地球的时间。他们将 CME 到达地球的时间与利用
DBM 模型和Wang-Sheeley-Arge-锥状-日球层耦合模型 (WSA-ENLIL+CONE model) 估算
的时间进行对比，发现 DBM 模型得到的平均误差为 14.8 h，与WSA-ENLIL+CONE model
给出的平均误差 14.1 h相近 (有关 ENLIL模型的细节，我们将在 4.3节中提到)。他们认为这
是由于太阳活动的增加使得预报误差偏大。DBM 模型作为动力学模型，考虑了 ICME 与背
景太阳风的相互作用，但是仅能预报 CME 前端边界的到达时间，无法提供 ICME 事件的持
续时间以及对地影响估计。并且，DBM 模型中 CME 的形态未被考虑，在实际情况中，CME
究竟是前沿到达还是其侧翼先到达地球不得而知。此外，DBM 模型也没有考虑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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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 相互作用以及 CME/ICME 的偏转等复杂动力学过程，这也使得该模型仅仅能够为实
际的预报提供一个参考，有可能出现误报。这个问题在太阳活动峰年复杂的背景太阳风环境

下会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对于日地连线方向爆发的对地 CME 事件，由于爆发位置的特殊性，只有当
CME 扩张到超过掩日挡板时才能被地球附近的日冕仪观测到。而白光日冕仪所获得的 CME
的初始速度均来自对天空平面内 CME 单色像的观测，因此利用 CME 初始速度作为重要
初始参数的经验模型会受到投影效应影响。为了减小天空平面投影效应的影响，CME 锥状
模型

[101]
、冰激凌模型

[102]
等几何模型被用于 CME 投影效应的消除与修正。Xie 等人

[101]
在

2006 年利用锥状 CME 模型来减小观测投影效应，获得 CME 的径向速度。然而，这些尝试
并没有起到显著消除投影效应的效果，单一视角观测 CME 的弊端使得经验与动力学模型预
报的结果都存在很大的误差。

4.2 三维重构技术

在 SOHO 时代，对 CME 的观测主要依赖于单一视角的日冕仪进行，观测图像通常会受
到投影效应的影响而丧失 CME 真实空间结构的细节，使我们难以全面把握 CME 的形态与
爆发后的动力学演化过程。尽管有不少针对几何形态的模型被提出，可对 CME 进行全面描
述并消除投影效应，但效果仍不够理想

[103–106]
。为了解 CME 的三维空间形态参数，深入研究

CME 的起源与动力学演化过程及其对行星际空间的影响，美国于 2006 年 10 月成功发射了
日地关系观测站 (STEREO)

[32]
，装载于其上的 SECCHI 日冕仪首次获取到太阳大气立体视

角图像。结合 SOHO/LACSCO 观测，STEREO 提供的多视角、高分辨观测让 CME/ICME
的三维重构成为可能。三维重构技术作为研究 CME/ICME 的重要手段，为人们进行对地
CME 的预报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三维重构技术作为对地 CME 预报研究中的辅助手段，可
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 CME 在被日冕仪挡板遮挡的视场中 (最高到 15R¯) 的传播方向和三维
结构。

对 CME 重构的研究方法多样，主要包括节点重构法 (Tie-pointing, TP)、正/反演模拟
重构法、极化率技术、质量约束计算方法等等。早期应用较为广泛的方法是节点法，与之相

近的是三角重构法 (triangulation, Tr)
[107]
。节点法

[108]
是基于立体视觉研究中的重要数学方

法——对极几何 (Epipolar Geometry) 发展的三维图像重构方法。其基本原理为：如果我们
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了同一物体的图像，那么该物体上的任意一点在两幅图像中的相对位置

应该存在某种对应关系，而这种对应关系则受到两个图像所在平面的空间几何关系的约束。

这种约束关系在计算机视觉与图像识别中就被称为对极几何关系。根据这样的关系，我们

就可以通过分析从不同角度获得的目标的照片来重建目标的三维或立体结构。依据这个原

理，我们利用 STEREO 的双星观测数据来重构和获取 CME 的空间三维信息。在实际操作
中，可以利用裸眼或局地相关追踪技术，依靠观测到的 CME 上的一些特殊位置或特殊结
构，如前沿、密度变化较为明显的区域、或是等离子体团来建立上述对极几何关系。一旦各

个像素对应的点之间的相应关系被建立起来，运用对极几何的有关方法，就可以将照片上

的目标的三维结构反演出来，实现对观测目标的定位和三维重构。在此基础上，Mierla 等
人

[109]
、Maloney 等人

[110]
又发展了三维高度–时间技术 (3D-HT)，局地相关追踪–节点重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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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LCT-TP)
[111]
等。需要注意的是，节点重构方法必须要求同时从不同的视角来识别对应

CME 结构，但并不是所有 CME 事件的观测都能达到要求。

目前，使用较为普遍的重构方法为正演模拟方法
[112, 113]

。在正演模拟过程中要事先假设

一个参数模型，然后通过迭代拟合直到参数模型图与实际观测数据达到最佳吻合。正演模

拟基于模型假设能给出自洽的物理解，并且通常会有唯一解。与之相比，反演模拟则不需

要预先设置 CME 形状，通过与实际观测到的日冕仪图像数据对比，利用网格最小化来解
决 CME 的 3D 电子密度分布。由于限制相对较少，反演模拟的解通常不唯一。从本质上来
说，反演模拟是欠约束的，而正演模拟却又是过度约束的。Antunes 等人

[114]
尝试结合正演

模拟与反演模拟，利用像元法 (the PIXON method)
[115]
对 STEREO 观测到的 CME 事件进

行 3D 重构，但是，他们采用的方法自身的限制太多，并且出现了多个可能的解。由于正演
模拟需要预设 CME 的几何模型，因此，有许多 CME 的几何模型被提出。基于 CME 形态
观测，Thernisien 等人

[112]
在 2006 年提出渐变圆柱壳模型 (the Graduated Cylindrical Shell

model, GCS model)，并提出了基于磁通量绳状的 CME 正演模拟技术。目前，这是主流的三
维重构模拟技术 (GCS model–正演模拟)。GCS 模型作为 CME 的几何模型，能在重构中实
现大尺度通量绳状 CME 的重建。GCS 模型的主体为管状，连接太阳表面的两个圆锥对应着
CME 的两个脚，电子密度按照非对称的高斯分布沿径向充满了目标的磁结构，图 9 为 GCS
模型的示意图。

注：a)、b) 中虚线代表圆柱的中心轴线，实线代表GCS 模型平面截线，O 点对应太阳中心。a) 中 h 为 CME 的

脚高度，hfront 为 CME 前沿高度，α 为两脚之间的半角宽度，a 为圆柱半径，r 为从太阳中心到圆柱的距离；c)

虚线环对应 CME 的中心线或者说是 CME 骨架，ϕ 和 θ 分别为经、纬度，γ 为相对于模型对称轴的倾角。

图 9 渐变圆柱壳模型 (GCS model) 示意图
[113]

2009 年，Thernisien 等人
[113]
利用 GCS 模型–正演模拟方法对发生在 2007 年 11 月至

2008 年 8 月之间的 26 个 CME 进行了三维重构模拟，通过正演模拟获得了 CME 事件的三
维速度、前沿加速度，以及绝大多数 CME 事件的爆发方向等信息。Wang 等人

[31]
所开展的

CME 偏转观测的工作，正是利用 GCS 模型–正演模拟的三维重构方法获得 CME 事件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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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爆发方向等空间参数，对 ICME 的行星际偏转现象进行了认证。图 10 为用 GCS 模型–正
演模拟方法对 2011 年 2 月 14 日 21:39 UT 的 CME 的三维重构结果

[116]
。

图 10 GCS 模型–正演模拟方法对 CME 事件的三维重构
[116]

值得一提的是，Feng 等人
[117]
随后发展了 3D 遮罩拟合重构法 (3D mask fitting recon-

struction method)。在这个方法中没有设置任何预先的 CME 形状，而是通过对多视角 CME
投影图像的遮罩获得接近真实 CME 的三维空间结构，因此能够适用于形态相对复杂的
CME 事件，不像正演模拟方法那样必须预设受到严格限制的 CME 几何模型。在进行 CME
结构的三维重构时，首先要识别每幅图像中 CME 的边缘；之后建立三维网格，依据 CME 边
缘信息进行网格切割；然后，利用 Bezier 曲线完成对各幅图像中空间网格边缘的平滑处理，
对比日冕仪的观测结果，获得具有光滑表面的 CME 三维图像；最后，计算 CME 三维结构的
几何中心以及主轴线。通过对不同时刻日冕仪数据的重构，就能够获得 CME 的经纬度、传
播方向等物理信息，并跟踪 CME 的空间扩张过程。利用这一方法，Feng 等人

[117]
对 2010 年

8 月 7 日 CME 事件进行了三维重构，并结合金星特快卫星 (VEX)、STEREO 与 ACE 局地
卫星数据进行了检验 (见图 11)。

不过，目前三维重构技术与 STEREO 立体视角的观测，在对地 CME 的观测研究与预
报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难与问题：一方面是三维重构技术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是立体

视角数据的限制。本质原因是由于对地 CME 的观测手段存在一些缺陷：STEREO 的多视角
观测的效果并未达到原先的科学预期，无法提供计算或重构 CME 三维结构所需的完整的观
测数据

[73]
。

就重构技术本身而言，目前所使用的三维重构方法仍需要依靠某些假设与限制来解决

CME 的形状重建。由于 CME 形态各异，演化多样，这使得假设与限制的选择尤为关键，不
同的假设通常导致差别较大的结果，甚至造成结果不唯一的困难。同时，CME 在不同日冕仪
视野中的识别与数据整合存在一定的难度，并不是所有具有立体视角观测到的 CME 均可进
行重构。在很多情况下，从不同视角获得的观测资料不一定能较好地匹配整合，描述 CME
的参数时有多种可能性存在。尽管 STEREO-A 和 B 双星可以从不同角度观测 CME，但是
它们各自与太阳连线之间的夹角必须大于某一临界值才能较好地消除投影效应，进行图像匹

配。此外，三维重构技术能够较好地完成重构并提取爆发于宁静背景下单一 CME 的三维信
息；对于爆发于太阳极大年附近年份的 CME，通常难以进行识别和重构，因为此时 CME 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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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图中黑到红四条 CME 主轴线分别表示 2010 年 8 月 7 日 CME 事件分别在 18:48, 19:54, 20:39 和

21:24 UT 四个时刻的方向；绿色点表示 CME 在不同时刻的几何中心位置；绿色实线表示 CME 传播的方向；

桔色实线垂直于传播方向，并且处在太阳赤道平面内。

图 11 3D 遮罩拟合重构法对 2010 年 8 月 7 日 CME 事件的重构
[117]

发频繁导致行星际空间的磁场背景复杂，而且还常发生 CME–CME 的相互作用、CME 与背
景太阳风相互作用等更为复杂的过程，这使得 CME 的形态变得更加复杂多变，难以拟合重
构。Mierla 等人

[73]
利用常见的多种三维重构方法对具体事件进行了重构，并详细地分析对

比了各种重构方法，讨论了不同重构方法的缺点，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阅。

对上述结果作一简单总结，我们意识到，CME 在日冕和行星际空间中所发生的偏转、旋
转、CME 相互作用等复杂动力学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原有 CME 的几何形态、传播方
向、传播速度、南向磁场分量等空间和物理特性，对利用三维重构技术来获取 CME 的三维
信息的方法以及获得的信息存在负面影响。因此，单纯使用三维重构技术很难直观地帮助我

们探究这些复杂的动力学过程和 CME 的几何结构，特别是对那些发生在太阳极大年期间或
附近年份的连续发生的 CME 事件则更是如此。

4.3 数值模拟方法

数值模拟作为研究和了解太阳爆发的重要工具，能用于探讨卫星或地基观测设备无法进

行观测的物理过程。为了克服观测的不足，不少数值模拟模型被建立和发展起来。在早期的

模拟研究中，Dryer 和 Smart
[118]
、Smart 等人

[119]
、Smith 和 Dryer

[120]
、Fry 等人

[121]
先后发展

了三个应用于 CME 与激波预报的数值模拟模型：激波到达时间模型 (STOA)、行星际激波
传播模型 (ISPM)、Hakamada-Akasofu-Fry2.0 模型 (HAFv.2)。

STOA 模型
[118, 122, 123]

基于爆炸波相似理论，同时利用定向爆发源加以修正。这样的理

论也被应用于超新星与氢弹爆炸模拟。在该模型中，激波由初始的爆炸 (耀斑) 驱动，被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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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距离中以常速度 vs 传播。当激波向外扩张后，会以爆炸波的形式减速 (vs ≈ R− 1
2 )。其

中，总能量转换过程决定着准球形激波的立体角，以及激波在均匀太阳风中传播的距离。在

这个模型中，激波最快的部分被认为是沿着从太阳中心到耀斑发生位置的矢量方向传播的，

而激波的侧翼会最先因黏性欧姆耗散退化为磁流体力学波。耀斑之上的激波速度直接由观测

到的射电 II 型暴的频谱漂移结合日冕密度模型计算得到。激波强度以日心–耀斑矢量方向为
最大值，在黄道平面内以余弦函数形式减弱，不考虑行星际存在的磁场和等离子体结构的影

响 (包括如 CME–CME 相互作用在内)。对模型输入变量的确定需要以下观测数据：耀斑发
生时的日面纬度，米波射电 II 型暴的起始时间 (本质上是软 X 射电流量的峰值时间)，定向
爆发的持续时间，以及第一拉格朗日点 (L1) 的太阳风速度 vsw。而 STOA 模型结果包括：(1)
黄道平面内任意位置的激波到达时间 (SAT)；(2) 激波的阿尔芬马赫数，当马赫数小于 1.0 时
认为激波演化成了磁流体力学波；(3) 激波从低日冕到达地球的总时间。

ISPM 模型
[120]
基于 2.5D 激波数值模拟工作中的磁流体力学。模型假设太阳源区注入到

太阳风中的净能量与太阳源区位置已知，就能根据 Smith 和 Dryer
[124]
推导的代数方程计算

获得激波到达 1 AU 处的时间与强度。模型中，驱动源持续时间超过 2 h 的事件持续时间均
被设定为 2 h，计算表明这并不影响前沿激波的特性。此外，模型使用的输入数据与 STOA
模型相同，仅在太阳风速度的输入上有所不同，ISPM 模型设定 vsw = 340 km/s，其输出结
果包括：(1) SAT；(2) 从低日冕到地球的总传播时间；(3) 激波到达地球时间的动压跳变；(4)
激波强度指数 (SSI)。不过，ISPM 模型也没有考虑 CME 在传播过程中与周围环境可能发生
的相互作用。

HAFv.2 模型由 Fry 等人
[121]
建立，能够完成作为时间、位置的函数的太阳风速度、密

度、磁场以及动压计算。之前，该模型曾被用于模拟宁静与活动时期的太阳风环境
[125, 126]

，

也被用来研究行星际扰动的传播，并进行日球层及日球层电流片的三维结构可视化研

究
[127]
。HAFv.2模型本质上是一个动力学修正模型，模型考虑了：(1)来自太阳非同源的太阳

风；(2) 太阳风流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快速流会追赶低速流。模型结合MHD 解和动力学方
程获得速度，由方程的二次积分获得太阳风流体元胞位置，并以其他研究者的MHD 数值模
拟结果进行模型的内部参量校准

[128]
。HAFv.2模型同时还可以使用来自太阳源区的磁场分析

数据，进行激波传播演化与太阳风位形模拟。HAFv.2 模型使用的观测数据与 STOA、ISMP
模型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模型自身可进行太阳风速度计算，更符合预报要求。该模型模拟计

算输出结果包括：(1) 太阳风速度、密度、行星际磁场强度以及极性；(2) 相关物质流量；(3)
预报结果的置信度。图 12 为 HAFv.2 模型对 2006 年 12 月 13 日—20 日期间两个耀斑发生
后的行星际激波在黄道平面的数值模拟的结果

[129]
，模拟范围为 2 AU。从图中可以清楚地辨

认出，两个先后发生的激波于 12 月 19 日发生相互作用。

Oler 等人
[130–132]

为了对比分析上述三个模型的预报效果，先后检验了数百个事件 (包括
2003 年 10—11 月的万圣节事件)，发现以上提到的所有预报模型所获得的 ICME 激波到达
地球时间的平均误差，或者说均方根误差都达到约 10 h 或者 10 h 以上。表 1 给出的是 2002
年McKenna-Lawlor 等人

[133]
得到的检验结果。他们利用 STOA、ISPM 和 HAFv.2 三个模

型分别对 11 个伴随耀斑的晕状 CME 所产生的激波进行数值模拟，结合观测对比分析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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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标出了地球、水星、金星和火星的位置；以红色、蓝色标记行星际磁场的极性，红色是向内，蓝色是向外。

图 12 HAFv.2 模型对 2006 年 12 月 13 日—20 日之间两个耀斑发生后的行星际激波的数值模拟
[129]

个模型对激波的预报结果，细节可见表 1。

在上述模型被提出并被使用的同时，ICME 与激波的不同预报模拟模型也逐渐被建立和
发展起来。2007 年，Wu 等人

[134]
结合 HAFv.2 与 3D-MHD 数值模拟提出新的混合模型，并

研究了 1997 年 5 月 12 日至 2007 年期间的 ICME 事件。Toth 等人
[135]
在空间天气模型框架

(Space weather modeling framework, SWMF) 下对 2003 年 10 月 28—30 日磁暴事件由太阳
到电离层的模拟，Lugaz 等人

[136]
也利用 SWMF 对 2000 年 11 月 24 日的 CME 事件进行了

模拟。为了消除投影效应、简化对地 CME 参数的测定，CME 锥状模型这一基于观测提出的
CME 几何模型也被应用于模拟工作之中

[101]
。

此外，由于 ENLIL 模型
[137]
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三维 MHD 日球层模型，可以利用

Lax-Friedrichs 总变量消除算法进行等离子体质量、动量、能量密度以及磁场的计算。ENLIL
模型在径向上的计算区域从 21.5R¯ 延伸至近 10 AU，并且能接受Wang-Sheely-Arge (WSA)
日冕模型

[138]
提供的边界条件，从而对 CME 与太阳风同时进行模拟。2009 年，Taktakishvili

等人
[139]
利用 ENLIL 锥状模型模拟了 CME 在行星际空间的传播，用 ACE 卫星观测数据对

预报结果进行了检验；同时，还对比了 Gopalswamy 等人于 2005 年提出的激波经验预报模
型

[140]
。他们发现 ENLIL 锥状模型比 ESA 模型表现得更好，在 14 个模拟事件中 9 个事件的

预报结果比实际到达的时间早；所有预报时间的绝对误差平均值接近 6 h。另外，Mays 等
人

[141]
也利用Wang-Sheeley-Arge–锥状–日球层耦合模型 (WSA-ENLIL+CONE model) 对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7 月的 35 个 CME 事件进行了模拟。他们发现其中 17 个 CME 预言
会到达地球，正确性达 62%，到达时间的平均误差为 12.3 h。图 13 给出 2014 年 4 月 18 日爆
发的 CME 事件在 4 月 20 日 06:00 UT 的模拟结果。

冯学尚等人
[142]
对 SWMF、HHMS、SSCS 等多个近期发展起来的模型从物理内容、计算

格式和计算结果等方面对日冕和行星际空间太阳风暴数值模拟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

详细总结，同时也指出了各个模型的优势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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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个早期模型对 11 个激波事件数值模拟结果对比
[133]

1 2 3 4 5 6 7 8 9 10

Event
IP Shock STOA

Date S/C V tr V sh V sh/V tr TTd TTs Ma

No. DD/MM/YY UT /km· s−1 /km· s−1 /h /h

1 15/05/97 1:15 W 613 467 0.76 68 46 7

2 06/11/97 22:18 W 651 495 0.76 64 52 4.8

3 04/05/98 2:25 A 1126 780 0.69 37 38 7.8

4 20/02/00 20:47 A 563 487 0.86 74 75 1.5

5 ” ” ” 579 ” 0.84 72 77 1.3

6 06/04/00 16:03 A 850 756 0.89 49 46 5.6

7 08/06/00 8:41 A 1016 864 0.85 41 49 4.3

8 15/07/00 14:17 A 1488 1150 0.77 28 29 7.9

9 23/01/01 10:07 A 661 660 1.00 63 89 1.4

10 ” ” ” 683 ” 0.97 61 62 3.7

11 31/01/01 7:22 A 661 470 0.71 64 66 2.3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vent
ISMP HAFv.2 Ts T i Th Contingency

TT i SSI TTh SSI pred.-obs. Table-info

No. /h /h /h /h /h S I H-v.2

1 30 1.3 37 0.13 −22 −39 −31 H m m

2 40 0.9 41 0.01 −12 −24 −23 H H H

3 25 1.4 24 0.3 1 −12 −13 H H H

4 81 5 63 0.3 1 7 −11 H H H

5 86 0.6 62 0.3 in in in cn cn cn

6 45 0.6 42 −0.13 −3 −4 −6.6 H H H

7 38 1 33 0.2 8 −4 −8.3 H H H

8 25 1.4 28 0.35 1 −3 0 H H H

9 mHd −0.2 48 0.07 in mHd in cn cn cn

10 51 0.6 46 0.07 1 −10 −15 H H H

11 mHd −0.3 71 −0.04 3 m 8 m m m

注：表中 2—3 列为行星际激波发生的时间；第 4 列为观测激波的卫星 (Wind 或者 ACE)；5—7 列分别为：日地传播平均速度

(V tr)、局地激波速度 (V sh)、两者比值 (V sh/V tr)；第 8 列是激波实际到达时间；9—10 列为 STOA 模型预报时间 (TTs)

和模拟的磁声波马赫数 (Ma)；11—12 列为 ISPM 模型预报时间 (TTi) 和模拟激波强度指数 (SSI)；13—14 列是 HAFv.2

模型预报时间 (TTh) 和对应激波强度指数 (SSI)；15—17 列为三种模型预报时间误差；18—20 列为事件可能性：到达 (H)、

错过 (m)、纠正无效 (cn)。表中“””代表同上；“mHd”代表演化为磁流体力学波；“in”代表发生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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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为常数纬度面；b) 为子午线面；c) 为 1 AU 处的投影平面，输出的 CME 参数：速度 1 394 km/s，方向：

纬度 9◦，经度 −35◦，半角宽度 46◦；d) 为地球处 CME 实测速度 (红色) 与模拟速度 (蓝色) 的时间曲线，两者

符合得很好。

图 13 2014 年 4 月 18 日爆发的 CME 事件在 4 月 20 日 06:00 UT 的模拟
[141]

我们注意到，因为数值模拟预报方法中用了不少近似条件，使得模拟结果不能准确预报

ICME 及激波。早期行星际激波的数值模拟预报充满了不确定性：耀斑产生激波在模型中已
经是较为安全保守的假设，但实际上激波的产生和驱动比假设复杂得多；激波的测定依赖日

冕密度模型假设，这使得激波速度测定通常偏离真实值；没有实时测定耀斑输出能量的方法，

使得激波产生的输入参数总是依靠经验进行设定；实际的背景太阳风具有非均匀性，激波与

CME 会在传播过程中经历更复杂的动力学过程，存在发生变形、偏转、甚至是被破坏的可
能，而数值模拟往往难以模拟这些复杂情况。另外，数值模拟的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设置大

多来自实际观测，在日地连线附近传播的 CME 通常受到投影效应的明显影响，使得很多输
入参数存在偏差。

一般来说，发生在宁静背景中的情况比较简单，容易把握，因此对宁静背景下得到的

CME 事件与激波的模拟结果是可以接受的。目前，CME 与激波的模拟预报研究能较好地再
现太阳活动极小期与下降期的太阳风背景结构。但是对于爆发活动频发的太阳极大年基本上

很难进行有效的模拟，也难以考虑模拟 CME–CME 相互作用等复杂动力学过程。因此，数值
预报与有效准确预报对地 CME 之间还存在一段可观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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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目前的对地 CME 常规观测手段和预报方法都无法实现对地 CME 准确有效
的预报。Zhao与Dryer

[143]
对现有的 CME预报模型进行了详实的介绍，同时对比分析了常用

预报模型的特点。他们指出，有的模型考虑了很多可能影响预报结果的因素，但是与一些简

单的预报模型相比，这些复杂模型的预报能力和准确性并没有得到很明显的提高。对 CME
的大样本数据预报中，各类模型的预报结果通常都会产生大约 12 h 的均方根误差和 10 h 的
绝对误差，换句话说，现有的预报模型中没有哪一个会明显地比其他模型更具优势。

另外，在太阳极大年份太阳活动剧烈，CME 爆发频繁，经常涉及到较为复杂的磁场
结构，而且相邻两次爆发时间间隔小。那些剧烈程度较高的对地 CME 对空间天气的影响
会很显著。因此，在太阳活动极大年期间及时发现和跟踪快速 CME，掌握其结构特征和
演化规律，对准确预报可能发生的灾害性空间天气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爆发位置的特

殊性，对地 CME 的观测常常受制于投影效应、日冕仪遮挡、三维信息不全面等因素。并
且，CME/ICME 在传播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偏转、旋转、CME 相互作用等复杂动力学过程，
也会影响 CME/ICME 的传播方向以及对地有效性。鉴于这些常规被动式观测手段与预报方
法的局限性，我们必须发展更加直接、准确、高效的 CME/ICME 诊断与监测技术。而太阳
雷达则极有可能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

5 太阳雷达

太阳雷达是通过雷达装置向太阳发射特定频段的电磁波，然后接收并分析被太阳反射回

来的电磁波信号，从而实现对太阳大气等离子体物理性质进行诊断和研究的探测技术。由于

我们接收的是主动发射到太阳的雷达信号的回波，所以利用雷达技术对太阳进行探测的手段

又称为主动探测手段。

用雷达技术来探测太阳的最初设想在 1952 年由 Kerr
[144]
提出，接着 Bass 和 Braude

[145]

进一步从理论上确定了最基本的设备需求，并强调了太阳雷达的重要性。最早的太阳雷达实

验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开展进行，并于 1959 年第一次收到回波
[146]
。随后人们对太阳雷达探测

这一科学目标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实验探究。1961 年，James
[147]
领导的研究组以日冕探测为

课题，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El Campo 进行了长达 8 年的太阳雷达实验，并且接收到大量的太
阳雷达回波信号。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对太阳活动观测和日冕结构认识的匮乏，导致很长一

段时间内这些数据并未得到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以及进一步的理解。1969 年后 El Campo 太
阳雷达探测实验完全终止。

该项实验被终止的原因很多，在科学上主要是因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人们对太阳物
理大尺度活动的观测及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CME 这样的大尺度日冕扰动还未被发现；而
且，当时不具备结合多波段联合观测的条件。这使得对 El Campo 太阳雷达回波数据的解释
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此外，当时利用高频雷达进行天文探测是主流研究方向，太阳雷达的工

作频段偏高。利用高频雷达波观测太阳时，雷达波要么直接穿透日冕和过渡区，到达稠密的

色球层并发生严重衰减，微弱的回波信号往往难以在太阳强烈的背景噪声中被识别和提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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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要么在日冕中发生折射，与太阳擦肩而过而没有任何回波。由上述原因可知高频雷达波

不适合用于太阳雷达探测。与此同时，伴随着 SMM、Yohkoh 与 SOHO 等空间观测卫星的发
射升空并成功传回观测数据，大量具有高空间、高时间分辨率的单色像观测数据丰富了太阳

物理研究。与之相比，射电观测由于缺乏空间分辨率，而当时的技术还未达到可以支持发展

射电日像仪的水平，因此太阳物理的射电研究被逐渐边缘化了。自然，在射电波段进行的对

太阳活动探测的太阳雷达实验也跟着没落了。

随着太阳活动的多波段观测研究不断发展，人们对太阳活动有了更全面的了解。CME
作为导致地球上灾害性空间天气的主要驱动源，对其进行探测与研究成了太阳物理和空间物

理领域中的重要课题。现在，根据对太阳活动和 CME 的已有知识，人们认为 El Campo 太
阳雷达作为超越时代的大型太阳探测设备，极有可能已记录下对地 CME 相应的雷达回波信
号

[149]
。考虑到常规太阳活动观测手段的不足与缺陷，以及现代雷达技术的提高，利用太阳雷

达进行太阳活动研究，尝试对地 CME 的探测与预报又成为新的研究课题。

5.1 太阳雷达原理

雷达波在日冕中的传播，实际上就是电磁波在各向异性的磁化等离子体中的传播。某一

频率的电磁波进入等离子体后，能够在等离子体频率低于电磁波频率的区域内传播，但是会

在等离子体频率高于电磁波频率的边界上被反射回来。由于等离子体频率直接取决于等离子

体的密度，因此电磁波在日冕中的传播特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冕的密度分布。等离子体中

与电磁波传播有关的两个特征频率是：(1) 与等离子体密度有关的等离子体频率；(2) 与磁场
有关的电子回旋频率 Ωe。等离子体与电磁波的相互作用使得日冕物质对于从远处 (等同于真
空) 传来的电磁波而言属于光疏介质。正是电磁波从光密介质进入光疏介质时会在分界面上
发生全反射的特点，构成了利用雷达技术探测太阳的基本物理原理，图 14 为太阳雷达探测
对地 CME 的原理示意图。

图 14 太阳雷达探测对地 CME 原理示意图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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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的传播

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的传播特征依赖于等离子体密度、电子温度和磁场，以及电磁波本

身的频率。一方面，电磁波向着日冕等离子体入射时，频率越高的电磁波受到日冕的吸收作

用越强烈
[150]
。对于频率过高 (500 MHz 以上) 的电磁波，它可以很轻易地穿透日冕，要么进

入太阳低层的稠密大气被完全吸收，要么与太阳擦肩而过。另一方面，在雷达波向着日冕传

播的过程中，地球电离层中的等离子体会对电磁波产生屏蔽效应。为了避开地球电离层的影

响，地基雷达的探测频率应该高于 10 MHz。因此，雷达波工作频段的选择尤为关键。

电磁波在等离子体中的波数为 k = nω/c = β + jα，其中 j =
√−1，β 取决于当地日冕

的等离子体密度和磁场，而衰减项 α 则取决于电磁波的频率、等离子体密度和电子温度 Te。

当入射电磁波在日冕中传播到某一深度 h 时，其频率会与当地的 ωp 相同使得 β = 0，这时入
射电磁波会被完全反射回来。以 El Campo 雷达为例，38.25 MHz 的雷达波的反射点主要分
布在 1.3∼1.6R¯ 高度范围的日冕层内，偶尔也能到达 2∼3R¯ 甚至 5R¯ 的高度。而等离子体

与电磁波的相互作用也会造成电磁波在传播过程中的衰减。Yoh
[151]
的计算结果表明，经过太

阳大气反射回来的雷达波，其衰减因子 (或称光学厚度) 分别与温度的 3/2 次方成反比、与入
射波频率的 3/2 次方成正比、与等离子体密度的 1/4 次方成正比。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根
据 Yoh

[151]
的计算，我们发现对着日心直射的雷达回波的衰减率在频率为 50 MHz、80 MHz

时分别为 5% 和 40%，而在 2 GHz 时，衰减率则高达 97% 以上！因此，使用高频雷达进行太
阳探测实验，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意义的结果。Coles

[152]
以冕洞与赤道冕流为例，近似估

算了两类结构中雷达波频率与反射高度的关系，指出用太阳雷达进行日冕探测的理想工作频

段在 15∼100 MHz 之间。

根据斯涅耳定律，电磁波在日冕中的传播路径满足如下关系 (见图 15 a))
[153]
：

nρ sin i = a , (1)

其中 n 是折射率，ρ 为日心距离，i 为入射角，a 为瞄准距离。对于给定的一束入射波，瞄准

距离 a 是常数
[153]
。如图 15 a) 所示，对于雷达波传播路径中的点 (ρ, θ)，ρ、θ 与 i 之间的关

系为：

ρdθ

dρ
= − tan i . (2)

如果折射率 n 仅是距离 ρ 的函数，并且雷达波传播的路径上没有磁场，那么将式 (1) 代入式
(2)，经过简单的代数运算，并在等式两边积分，即可获得路径积分公式：

θ =
∫ ∞

ρ

a

ρ(n2ρ2 − a2)1/2
dρ . (3)

根据式 (3) 在对应不同 ω 的情况下，我们计算得到雷达波在太阳附近的传播路径 (见图 15
b))。

对于我们感兴趣的低频电磁波，当日冕等离子体中存在磁场时，其折射系数由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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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电磁波路径计算的原理示意图，其中 ρ 为雷达波传播路径上某一点与原点的距离，θ 为这一点的极角，虚

线圆弧为入射波的反射分界面；b) 频率为 38 MHz 的从地球射向太阳的雷达波在日冕中的传播路径示意图。

图 15 电磁波在日冕中的传播示意图
[153]

Appleton-Hartree 公式
[154]
决定 (无耗散情况)：

n2
1,2 = 1− 2ωp

2(ω2 − ωp
2)

2ω2(ω2 − ωp
2)− ω2Ωe

2sin2 φ∓√R
, (4)

R = ω4Ωe
4 sin4 φ + 4ω4Ωe

2(ω2 − ωp
2)2 cos2 φ , (5)

其中，ω 是入射波频率，ωp 是等离子体频率，Ωe 是电子回旋频率，φ 是磁场方向和波传播方

向的夹角。令式 (4)取负号，我们得到非常波 (X波)的折射率 n1，而寻常波 (O波)则对应着
公式 (4)中的正负号选项取正号的折射率 n2。为阐述简单起见，令X = (ωp/ω)2，Y = Ωe/ω。

将 X 与 Y 代入公式 (4)，并对公式 (5) 进行相应的改造，我们得到：

n2
1,2 = 1− X

1− Y 2
T

2(1−X)
∓

[
Y 4

T

4(1−X)2
+ Y 2

L

] 1
2

, (6)

其中 YL = Y cos φ 与 YT = Y sinφ 分别是 Y 在平行于和垂直于传播方向上的分量。这里，

我们只考虑雷达波的传播，暂时不考虑它在传播过程中的衰减。如前所述，在我们感兴趣

的工作频率范围内，雷达波的衰减是可以忽略的。在这种情况下，n2 有 3 个零点，分别
是：X = 1, X = 1 + Y , 以及X = 1− Y。与此相对应的，从远处来的一束正常电磁波进入磁

化等离子体之后会变成三束波，一束正常 (O) 波和两束非常 (X) 波；正常波在 X = 1 的地
方被反射，不带有磁场信息；而非常波当中的左旋波在 X = 1− Y 的地方被反射，右旋波则

在X = 1 + Y 处被反射，二者都带有反射点附近的磁场信息
[154]
。图 16 给出了这三种波对应

的 n2 的变化，其中图 16 a) 对应着 Y < 1 的情况，此时，反射波中可以探测到三种偏振状态
的波；而图 16 b) 对应着 Y > 1 的情况，此时，左旋偏振波只出现在 X < 0 的区域，实际上
是不存在的。

折射系数 n2 随 Y 的这种变化给我们提供了直接诊断日冕磁场的可能性。现在的雷达技

术可以将波束做到只有 1′′ 的宽度，回波时间探测达 1 ms 的精度。这样我们可以将到达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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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频率为 ω 的平面电磁波进入日冕后，分解成 3 支波 (2 支 X 波和一支 O 波)，它们具有不同的折射率、不同

的群速度和不同的圆偏振态，分别会在 X = 1 + Y、X = 1− Y、和 X = 1 时被反射。a) Y < 1，此时，反射

波中可以探测到三种偏振状态的波；b) Y > 1，此时，左旋偏振波只出现在 X < 0 的区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回波中只有正常波和右旋偏振波的成分。

图 16 磁化等离子体的注射系数 n2 随入射频率 ω (或 X) 以及磁场强度 B (或 Y ) 的变化

的雷达波束定位在一个 (300 × 700 × 700) km3 的体积内，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变化 ω，研究

回波偏振状态的变化。在 Y < 1 的时候，我们总能够探测到三种性质的回波。随着 ω 的减

小，Y 增大，左旋偏振的回波强度会在 Y 接近 1 的时候突然下降。在理想状态下，回波强度
可以降为零。然而在实际情况下不会下降为零，只是会有大幅下降，这意味着在探测误差范

围内，这时候的 Y = 1。根据 Y 与 ω 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直接得到在这个区域当中的磁场强

度 B。

另外，折射系数 n2 还有一个奇点，出现在X = (1− Y 2)/(1− Y 2
L ) 的位置上。如图 16 a)

所示，右旋的非常波的折射系数会超过 1。这意味着，等离子体此时变成了光密介质，其传播
路径也会发生明显改变：由原先的发散型传播变成了汇聚型传播。在性质缓慢变化的介质当

中，如果电磁波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传播时，在奇点附近，右旋的 X 波的折射系数逐
渐增大，最终波被等离子体完全吸收；如果电磁波从低密度介质向高密度介质传播，那么它

会首先遇到折射系数为零的区域而被反射回来。这是在 Y < 1 时发生的现象，发生在右旋的
X 波上 (见图 16 a))。当 Y > 1 时，奇点位置变为X = (Y 2 − 1)/(Y 2

L − 1)，折射系数 n2 趋于

无穷大的情况将发生在 O 波之上 (见图 16 b))，这时，O 波消失。从理论上讲，通过调节入
射雷达波的频率，可以将这两个奇点位置找出来，同时确定 Y 和 YL，这样可以将包括磁场强

度及其方向的信息都提取出来，实现对日冕磁场的直接观测。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 Appleton-Hartree 公式只在雷达波的波长远比日冕等离子体密度波
动的幅度大的时候成立，此时等离子体的波动不会对电磁波的传播造成严重影响。若利用高

频电磁波探测日冕，则电磁波的波长可能会下降到与等离子体密度波动的范围差不多，等离

子体的密度波动就会对电磁波信号造成畸变，降低探测信号的精度和可靠性。这也是高频雷

达不适合用于探测太阳的另外一个原因。

5.1.2 雷达探测中的重要参量

前面讨论的是利用雷达技术进行太阳探测的基本原理，而在实际观测中，对这些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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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需要落实到对一些物理参量的探测之上。

这些物理参量中最重要的是雷达散射截面 (Radar cross section, RCS)。它反映了探测目
标对电磁波的散射能力，通常以 σ 表示。通俗地说，RCS 代表的是一个能与探测目标产生相
同散射截面的理想球面所对应的等效面积。RCS 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应着目标先是截获
雷达信号，然后各向同性地向四周反射电磁波的假想平面。通常探测目标的 RCS 与探测目
标的形状、材料等因素有关，与其几何大小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利用雷达方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参量的意义。若雷达发射装置的功率为 Pt，天

线增益为 G，那么距离雷达 R 处的探测目标可接收到的电磁波功率密度为 PtG/(4πR2)。如
果探测目标的 RCS 为 σ，那么目标可以截获的电磁波功率为 Pobs = PtGσ/(4πR2)。如果探
测目标能够将截获的电磁波各向同性地散射回去，则在雷达接收机附近的回波功率密度为

Pobs/(4πR2)。于是在考虑偏振影响的情况下，雷达能够接收到的总回波功率 Pr 为：

Pr =
PtGArpσ

(4πR2)2
, (7)

其中 Ar 为雷达的有效接收面积，p 为法拉第旋转引起的偏振因子，表示偏振失调损失后所

剩余的那部分回波功率占原有发射功率的比率。

太阳雷达的散射截面 σ 一般以太阳可视圆面的面积 πR2
¯ (记为 σ¯) 为单位。在 El

Campo 太阳雷达实验中使用的电磁波频率为 38 MHz，这样的电磁波在日冕等离子体中发
生反射的高度大约为 1.4R¯ (约为

√
2R¯)。根据朗伯余弦定律：粗糙的太阳表面对应的 RCS

是理想球面的 RCS (即 πR2) 的 2 倍，因此宁静太阳被观测到的 RCS 最大可以达到 4πR2
¯，

即 4σ¯
[150]
。图 17 展示了早期 El Campo 太阳雷达实验期间获得的太阳 RCS

[155]
。RCS 的大

小反映了日冕大尺度结构的情况。太阳活动频繁的时候，日冕磁结构变得较复杂，在射电波

段看来，太阳表面变得很“粗糙”，对应的 RCS 也会更大。图 17 中的 RCS 有很多明显超过
4σ¯，这应该与日冕及其周围环境中的大尺度磁场和等离子体结构有关。根据 James

[156]
给出

的猜测，并结合现在已有的认识，我们推断这些“异常”的 RCS 有可能与 CME 有关。

在雷达探测中，多普勒频移也是一个重要参量，可用于研究探测目标的运动。对于视速

度为 v (v ¿ c/n) 的探测目标，雷达回波的多普勒频移4f
[156]
表示如下：

4f =
−2v · n

c
· f , (8)

其中，f 为雷达波频率，c 为光速。因为地球在赤道附近的自转速度不到 0.5 km/s，因此由
地球自转引起的多普勒频移基本可以忽略

[150]
。地球公转的速度大约是 30 km/s，不过因为地

球的运动方向大致垂直于日地连线，因此地球公转不会对雷达探测造成影响。由地球自转引

起的多普勒频移虽然受雷达所处地理纬度、太阳活动周期、地方时角等因素的影响，但在 30
MHz 波段，我们很容易地估算出它所导致的频移量不会超过 93 Hz。而太阳的自转更慢 (每
21 天转一圈)，因此对于地基太阳雷达实验而言，太阳与地球各自的自转以及地球公转导致
的频移都是可以忽略的。所以，CME 作为日冕大气中的大尺度结构活动是可能引起较大的
多普勒频移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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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El Campo 雷达实验工作期间获得的雷达散射截面
[152]

雷达探测中的另一个重要参数是回波时延。对于日冕等离子体，折射率满足 n < 1，并且
日冕中传播的雷达波是高度色散的，所以群速度 Vg = dω/dk = nc < c 。雷达波在传播与接

收过程中，功率损失项为 2α = ν(1− n2)/(nc)，其中，ν 为碰撞频率。据此，可以计算雷达波

在往返传播过程中的时延 Td
[152]
：

Td = 2
∫ H

0

ds/Vg , (9)

其中，H 是雷达波反射点与地球之间的距离。通过测量雷达回波的时延，就可以估算出 H，

这在对地 CME 的直接探测与预报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5.1.3 太阳雷达的偏振测量

太阳雷达发射的电磁波入射到日冕后会与日冕等离子体发生相互作用，在日冕磁场作用

下其偏振面会发生旋转，被称为法拉第旋转。因此回波携带了日冕的磁场信息，通过对雷达

回波的偏振分析可以计算日冕磁场。

在射电偏振研究中，由于射电源的初始偏振角 (内秉角) 未知，一般采用测量两个频率的
偏振方向来确定信号中的法拉第旋转角。这种方法很容易受到信号源频率带宽 (测量模糊)、
无线电环境以及极化隔离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测量结果的精度不高。而太阳雷达探测采用

的是主动信号发射方式，能够让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首先，雷达发射的信号的初始偏振角 (内
秉角) 已知；再采用强线极化波发射，回波中的偏振测量会更加容易；另外，接收时间 (光程)
已知。这使得雷达波在接收过程中，信号采集与处理更加容易，便于提高分析精度。早期的

El Campo 太阳雷达装置中并未考虑进行偏振测量，但现在的雷达技术已经可以实现偏振信
号的发射与测量，通过对太阳回波信号的偏振状态的分析，可以确定目标区域的磁场强度和

等离子体的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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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l Campo 太阳雷达实验

1961 年，James 领导的研究小组
[147]
利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El Campo 的雷达开始了

系统性的太阳雷达科学探测实验，其雷达发射功率为 0.5 MW，频率 38.25 MHz，接收面积
是 18 000 m2。El Campo 太阳雷达实验对太阳的定期观测始于 1961 年 4 月，一直持续到了
1969 年，每年进行大约 200 次观测。每次实验时，太阳雷达发射装置持续发射长达 16 min
的经编码处理后的雷达信号，之后利用接收天线阵列进行 16 min 的接收过程，再将接收到
的数据与发射编码进行相关，分析回波的时延和频移。该工作进一步确认接收到了来自日冕

的回波，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太阳雷达数据。El Campo 太阳雷达实验获得的数据非常有趣，极
有可能探测到了 CME 事件。

El Campo雷达实验中的电磁波频率为 38.25 MHz，回波的预期时间为 994 s。实验中接收
到的回波的平均时延是接近计算值的，这证明利用 Pottasch 日冕密度模型

[157]
计算日冕平均

电子密度是合理的。让人意外的是，有的回波到达接收器的时间比平均值早，有的则比平均值

晚，图 18 a) 给出了 El Campo 实验的长期平均时延分布。这些有趣的时延数据直到 40 年后
才得到合理的解释：比 994 s 更早的雷达回波可能部分来自日冕中心附近具有高密度的冕流，
其中回波能量更高的部分则可能来自快速对地 CME；比 994 s更晚的雷达回波则一定来自日
面边缘的等离子体结构

[152]
。当然，这些解释还依赖于具体的日冕等离子图密度分布模型。

图 18 El Campo 太阳雷达实验数据
[150]

在实验开始之前，El Campo 雷达小组对回波的预期强度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雷达回
波的强度比预期的要弱，同时强度的变化也很显著。另外，El Campo 雷达实验在太阳活动下
降期开始，太阳活动在逐年减弱，而观测到的平均回波强度也在不断变弱。图 18 b) 给出了
雷达实验中 1961—1969 年的年平均 RCS 变化。Coles 的分析结果表明，RCS 的这种变化与
太阳活动的变化是高度相关的

[158]
。回波强度的日变化更加显著，这远远超过预期情况。与图

17 相比，我们发现 RCS 的日变化要显著得多，有的 RCS 甚至接近了 50σ¯，是正常情况下

RCS 的数十倍。当然，由于当时对太阳爆发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耀斑的水平上，因此，这些异
常的 RCS 在当时是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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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雷达数据中包含信息最为丰富的是多普勒频谱。图 19 是 El Campo 雷达数据中
挑选出的可能由对地快速 CME 造成的频谱频移事件。这些频谱的展宽约 100 km/s，存在
明显的向右漂移；其中低频范围的回波可能来自 CME 的侧翼，这部分的速度不是朝着地球
方向

[152]
。回波的平均漂移速度为 50 ∼ 100 km/s，Coles

[152]
认为其与同一高度上测量的快速

CME 速度相符。但是，38.25 MHz 的电磁波所对应的反射临界密度要比典型 CME 的密度
小一个量级以上，入射电磁波极可能在 CME 顶部的低密度区域已发生了反射。CME 爆发
前往往会有一个缓慢抬升的过程，使得 CME 顶部存在一个密度与反射临界密度接近的区域
(其密度较 CME 密度略低，较周围日冕平均密度略高)，并且该区域在缓慢抬升过程里具有
与 CME 相近的初始速度。因此，Coles 讨论的回波更有可能是 CME 抬升时其顶部的低密度
区域造成的。El Campo 太阳雷达数据中还存在一些更为复杂多变的结构

[155]
。这些结构有更

小的展宽，并且展宽并不光滑，Coles
[152]
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一些延伸到日冕中的冷物质的运

动造成的。El Campo 太阳雷达多普勒频谱的分辨率约为 5 kHz，未来分辨率的提高或许能
让我们更好地解释这些现象。

图 19 El Campo 雷达实验中的回波能量与时延的关系
[152]

在 El Campo 的雷达实验中，由于 El Campo 的扇形波束在南北及东西向的观测幅角分
别为 1◦ 和 6.5◦，而太阳的漂移速度为 15◦/h (可由地球自转速率算出)，因此 El Campo 每天
只能进行一次短暂的太阳观测

[158]
。另外，El Campo 雷达采用单基天线阵，工作频率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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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很窄，极大地限制了它的日冕探测能力。尽管如此，El Campo 作为雷达探测日冕的先
驱，为未来雷达主动探测日冕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引导，同时还获得了许多宝贵的雷达数据。

结合现代对 CME 的研究成果，Rodriguez
[149, 159–161]

和 Coles
[152]
对 El Campo 实验数据中有

大的 RCS、显著多普勒展宽、短时延的“异常数据”进行了分析，均认为太阳雷达探测到快
速 CME 事件。当然，这些雷达数据并未得到全面的解释，其中还有很多有趣的问题值得我
们进一步的挖掘与探讨。

叶林等人
[162]
运用 Lomb-Scargle 算法

[163]
对 El Campo 太阳雷达在 1961 年—1969 年期

间获得的雷达散射截面数据进行了周期性分析。他们发现这些数据存在 200 d 和 540 d 的周
期性变化 (见图 20)。对于其中的 200 d 周期，与 Lou 等人

[165]
用小波方法分析得到的“CME

存在 (195.88±13.38) d 周期，AP 指数存在 (187.34±12.05) d 周期”的结论非常接近；而 540
d 的周期则与宋文彬和汪景琇

[166]
对太阳光球磁通量变化的周期性分析中所获得的 500 d 周

期非常接近。Krivova 与 Solanki
[167]
对太阳表面新浮现磁通量绳和 Obridko 与 Shelting

[168]

对太阳大尺度磁场的研究中也证实了 500 d 的周期，它有可能对应 Howe 等人
[169]
的结论，

即太阳具有 1.3 a 周期的自转速度变化。但是 200 d 周期存在的原因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
同时太阳大气中不同高度的特征活动以及地磁指数等所表现出的这种周期共性，目前也还没

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更深层次的物理本质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 20 对 8 年的 El Campo 太阳雷达观测数据的雷达散射截面的周期性分析
[162]

5.3 太阳雷达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

从理论角度看来，利用太阳雷达主动探测技术进行对地 CME 进行的探测及预报将具有
其独特的优势，能够弥补现有观测手段的不足。首先，太阳雷达主动探测的原理和特性使得

我们可以避开观测目标辐射机制在对观测资料进行分析和理解时存在的影响，可以通过处理

和分析雷达回波直接获得观测对象的物理参数和性质；此外，太阳雷达通过主动发射雷达波

直接探测日地方向的目标，不存在日冕仪挡板对目标的遮挡问题，还能够有效地克服日地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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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方向上的投影效应、汤姆孙散射等影响；第三，太阳雷达回波在与等离子体发生相互作用

并被反射回来的过程中携带了比单色像观测更丰富的物理信息。

当然，太阳雷达实验也存在一些挑战和困难。早期的太阳雷达装置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

只能在单一波段工作，并且每天进行有效雷达实验的次数仅有 1 次
[150, 158]

。因此，El Campo
这类早期太阳雷达获得的实验结果往往存在回波数据不连续、对日冕的探测范围小等问题，

难以完成对太阳日冕的持续观测，也无法实现更高层日冕及行星际等离子体物质的探测。同

时，雷达波需要由地基设备发射，经日冕等离子体反射后返回地球。由于日地距离遥远，需要

避开自然射电噪声，所以太阳雷达需要极大的发射功率。并且，太阳雷达回波的信号很微弱，

要从复杂背景噪声中提取有价值的雷达回波，要有较高的信号分析及处理水平。另外，接收

天线阵列与观测目标 (太阳) 的观测角度的准确匹配也极为重要，这要求雷达回波设备具有
很好的追踪能力。这些都是未来太阳雷达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建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长波阵列射电望远镜 (LWA)
[148]
具有前所未有的高空间分辨

率、高灵敏度，将在 10 ∼ 90 MHz 的频率范围内进行天文探测，并计划将来配装太阳雷达发
射装置。新一代的 LWA 太阳雷达设备，将通过更先进的发射、接收及追踪技术实现对太阳
长达数小时的多波段连续观测。这样的观测还具有极高的空间分辨率，将为日冕诊断和对地

CME 的探测提供更加丰富的物理信息，这是早期太阳雷达无法相比的。

就对地 CME 探测而言，连续数小时的雷达实验能够提供太阳的雷达散射截面 (RCS)、
多普勒频谱位移、回波时延的不间断数据；而多波段观测的能力则能够使太阳雷达具有更

广的观测范围，可进行从 1.4R¯ 到更高层的日冕，甚至行星际空间的主动探测。与目前所

开展的对太阳的常规探测手段相比，太阳雷达在以下几方面具有明显优势：(1) 利用获得的
雷达散射截面的大小及其变化，我们可以获得 CME 的三维形态结构的演化规律，帮助确定
CME 冲击地球的部位是前沿还是侧翼，这对于进一步优化 CME 预报模型非常重要；并且，
对 RCS 的连续变化过程的研究还可能为 CME 的偏转与相互作用提供直接的观测证据。(2)
凭借多次探测到的雷达回波的时延数据，可以诊断 CME 传播过程中等离子体团的位置，帮
助我们了解 CME 的运动学特性，并实时预报对地 CME 到达地球的时间。(3) 凭借多普勒
频谱分析，能够根据回波的红、蓝移信息有效地讨论边缘 CME 事件的旋转运动，甚至可能
依据频移不对称性研究对地 CME 的旋转运动。(4) 获得的在不同距离上传回的雷达回波可
以帮助我们实现对 CME 从低日冕至高层日冕的探测，还能够很好地克服投影、遮挡等效应
的干扰，有利于全方位地开展 CME 动力学过程的研究。(5) 利用扫频技术 (类似于医学上的
CT 技术) 可帮助我们诊断 CME 密度分布的不均匀性，分析 CME 内部等离子体结构。(6)
通过对比雷达的发射波与回波，并对回波中偏振信息变化的分析，我们可以详细研究雷达波

的法拉第旋转，有可能通过反演获得观测对象的磁场信息。总而言之，未来新一代的太阳雷

达，可以帮助我们构建日冕密度和磁场分布，以及实施对地 CME 的三维动态成像，实时提
供 CME 的多个关键物理参数 (物质密度、速度、磁场)。这对于 CME 日球层动力学演化与
传播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能为灾害性空间天气预警预报提供至关重要的直接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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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以 CME 研究预报为核心问题，详细介绍了 CME 与空间天气的相互关系，强调了
对地 CME 预报的科学意义。日冕物质抛射作为空间灾害天气最主要的驱动源之一，在空间
天气预报与太阳物理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地 CME 作为极强地磁暴最直接的行
星际扰动源，是对空间与航天安全影响最恶劣的太阳爆发事件。如何形成有效准确的对地

CME 有效性预警预报是未来空间安全的重要课题，也是未来航天航空发展道路上必须解决
的难题。要建立空间安全预警预报的有效机制，实现准确有效预报对地 CME，我们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CME从低日冕爆发加速并传播至近地空间的动力学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动力学现象。本文
仔细介绍了 CME/ICME 行星际动力学过程，讨论了 CME 偏转、旋转以及 CME-CME 预报
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影响。在未来的预报研究中，CME加速及传播演化的复杂动力学过程都应
该得到考虑。同时，我们还应该弄清这些复杂动力学过程发生的条件及背后的物理本质。因

此，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对地 CME 是否都对地有效？究竟何时到
达地球或近地空间 CME 才会产生强磁暴？CME 偏转在行星际空间是否普遍存在？CME 的
偏转与旋转是否会改变其对应 ICME 南向磁场分量？如何进行对地 CME 南向磁场分量的有
效观测？CME 旋转究竟是由于自身磁自由能的释放还是与背景太阳风相互作用引起？CME–
CME 相互作用是否真的对粒子加速过程有贡献，加速过程中的物理本质又是如何？等等。

另外，由于爆发位置的特殊性，对地 CME 的观测研究常常受到显著投影效应、日冕仪
遮挡以及背景汤姆孙散射效应的影响，使得对地 CME 观测预报研究遇到了极大挑战。日冕
仪广角观测、卫星局地探测以及射电观测这三种观测手段一直以来是进行 CME 观测研究最
主要的手段，但是应用于对地 CME 的观测和预报无疑都是不够理想的。以 SOHO/LASCO
日冕仪为例，显著的投影效应、背景日冕汤姆孙散射以及日冕仪遮挡，使其难以进行对地

CME 的观测。特别是对于那些发生在太阳极大年附近的 CME 事件，复杂的爆发背景、频现
的 CME–CME 相互作用过程以及难以处理的 CME 堆叠效应，成为空间日冕仪观测最大的
困难。我们回顾了被动式常规观测手段的局限性，同时结合已有对地 CME 预报研究的现状，
指出了预报方法中存在的缺陷。

随着对太阳及其爆发活动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拓展，以及面对日冕磁场测量及对地 CME
监测带来的困扰，人们重新意识到用雷达探测太阳日冕和 CME 的独特性和优势。特别是随
着射电天文技术的飞速进步，构建一个利用基于海量高速信号处理技术的、多频率、双极化、

相控收发技术的新型太阳雷达已经成为可能，而太阳雷达能够为日冕磁场测量和对地 CME
的观测及预警预报，提供一个全新的探测手段，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理解太阳及其爆发活动，

打开一个全新的窗口。作为空间日冕仪单色像观测、局地卫星探测的补充，利用太阳雷达主

动探测技术研究太阳活动，探测及预报对地 CME 的结构、演化规律以及可能的空间天气灾
害，是非常有价值的。

LWA
[148]
作为高灵敏度高分辨率成像的新一代射电观测设备，被设计用来研究从近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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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电离层至宇宙最远距离目标的科学问题，将会对电离层、太阳系、太阳物理及空间天气、

射电瞬变天区、早期宇宙等多个重要研究领域做出前所未有的推动。令人兴奋的是，LWA 研
究组正在积极筹划配装太阳雷达的发射装置，这意味着比 El Campo 更加先进的太阳雷达将
出现并投入使用。太阳雷达技术极有可能成为实现准确探测及预报对地 CME 的地基主动探
测的有效手段。在未来，结合现有空间日冕仪、局地探测卫星以及地基高分别率日冕仪的观

测支持，利用太阳雷达进行太阳日冕大尺度爆发活动的探测、预报研究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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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Studying the Halo CME and

the Potential of the Solar Radar

CHEN He-chao1,2, WANG Min1, GAO Guan-nan1, WU Ning3, LIN Jun2

(1. Yunnan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011, China;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39, China; 3.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1, China)

Abstract: Coronal mass ejection (CME), the large scale plasma structure driven by solar

magnetic field into interplanetary spa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rivers of the space

weather. When the CME erupts toward the earth (the so-called halo CME), the high tem-

perature plasmas and magnetic structures inside the CME are very likely to impact the

environment around the Earth，which causes the disastrous space weather. The paper intro-

du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ME/ICME and the space weather, discusses the negative

effect on space and geomagnetic environment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forecasting this solar activities and possible impacts on the space weather.

First, CME deflection, rotation and interactions with the interplanetary medium ob-

served from the sun to the place around 1AU are introduced and we point out that in the

future forecast, these dynamical phenomena should be considered. Second, we discussed

disadvantages of the coronagraph, in-situ satellite and radio observations in detecting the

halo CME. When introducing empirical/statistical methods, dynamical method, numerical

method and 3D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s for forecasting the halo CME, and the weakness

of them appears. Considering these limitations to the existing techniques, we point out that

new powerful solar observation techniques should be developed. As an active detection, solar

radar may become the most promising method to detect the solar activities. We introduce

the history and results of the ever-existing solar radar experiments, and discuss the advan-

tages of solar radar in detecting and forecasting the halo CME. Finally, we summarize the

weakness or disadvantages of the existing method in detecting the halo CME and in fore-

casting the disastrous space weather, and point out that solar radar, as an active technique,

possible appear potential in achieving the goal of space weather forecasting.

Key words: coronal mass ejection; space weather; geostorm; solar r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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